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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理论与政策评介＊

万海远　李 实　卢云鹤

摘要：自芬兰于２０１７年开启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首次在国家层面将其由理念转化为政策以来，
其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本文基于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综述适用于全民基本收入经济分析
的一般性框架，并从主流经济理论的公平、效率与财政约束维度，评述全球范围内的全民基本收入
实验及其经济效果，总结相关经验教训，进而讨论中国实施不同形式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可行性。
结果发现，局部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与我国现行低保政策基本相同，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缺乏对
低收入群体的保障能力，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则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而以税收为其筹资则会进
一步造成激励扭曲和效率损失。尽管如此，考虑到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社会公平上的重大含义，寻
求经济上有效率且可持续的实施方案就尤为重要，虽然我国短期内实施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
可行性有限，但长期内仍然值得社会各界的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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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情绪加剧，社会公众对稳定生计
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因此无条件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在近年来获得极大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开始探索实施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简称ＵＢＩ）①政策。特别是２０１４
年以来，随着全球不平等加剧和民粹主义势力的不断抬头，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多次被作为政治竞选
纲领而为大众所熟悉②，以芬兰为代表的国家还在积极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并首次在全国范
围内将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此后，一些社会团体、企业组织与学术界联合，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了众多不同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使严谨的政策方案设计逐渐成为可能，并为后续
政策评估提供持续的灵感来源（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２０１４年以来全
球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研究进展，梳理适用于全民基本收入分析的理论框架，回顾全球范围内
该实验的经济效果文献，说明它在中国的可行性及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意义。

一、全民基本收入的界定标准和预期目标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潘恩于１７９６年出版的名为《平均地权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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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的其他名称包括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ＢＩ）、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ＢＩＧ）、Ｄｅｍｏｇｒａｎｔ等，关于全民基本
收入的一般性介绍可参考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

在美国２０２０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华裔候选人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ｇ（杨安泽）将“人性至上”作为竞选口号。他基于
自动化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而提出的核心政策主张是为每位成年公民逐月发放１０００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或自由
红利（ｆｒｅｅｄｏ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目前已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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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著作，此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先后从学理上探讨过相关理念及其政策构想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近年来，社会公众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关注
迅速上升，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日趋激烈，一些先导性实验也在世界各地陆续开展，并日益成
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几个世纪之前就存在过全民基本收入的设计理念，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年才从空想走进现实，
并再次成为全球讨论的焦点？已有文献总结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水平达到更高的阶段
后，人类文明也随之进入更高发展形态。人们对社会的基本诉求逐渐从禁止奴隶买卖、给予女性
平等权利等提升到“享有必备的基本收入福利”，因此更能接受把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基本人权的
组成部分（Ｌａｎｓｌｅｙ　＆ Ｒｅｅｄ，２０１９）。其次是近年来在全球兴起的政治民粹主义。尝试新鲜事物
并保证稳定的基本收入成为广大居民的社会诉求，这也成为左翼政党吸引选票的重要来源，也是
全民基本收入真正从理念走向现实的重要背景（Ｗｉｄｅｒｑｕｉｓｔ，２０１０）。再次是本次技术进步的革
命性特征。过去的技术进步是创造性破坏，即在摧毁工作岗位的同时还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然
而本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却是毁灭性破坏，它几乎对绝大多数行业的大多数常规性
工作都具有绝对的替代性①，这使得人们对未来生计产生巨大焦虑，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则是现实
条件下的最佳选择（Ｆｏｒｄ，２０１６）。综合以上原因，就使得全民基本收入近年来真正从理念走向了
现实。

（一）全民基本收入的界定标准和分类
纵观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全民基本收入较有影响力的定义有如下几个。ＢＩＥＮ（１９９８）②将其定义

为“不加任何前置条件为每个国民发放的基本收入”③。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则认为，
“无论任何情况下稳定支付给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固定现金收入”，才能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当然，

更具有操作性的界定来自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他们认为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被称
之为全民基本收入：（１）它提供了人们足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现金支付；（２）随着自身收入水平
的提高，现金支付水平不会淡出或逐渐下降；（３）受众对象必须是绝大多数而不仅是被瞄准的局部或
少数人群。由于财政约束等众多现实原因，实践中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通常与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
全民基本收入有所区别，因而其经济社会效果也存在差异。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满足全部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称为经典全民基本收入（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ＵＢＩ），然
后根据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偏离方式，将现实中形式多样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大致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实验基本会覆盖国家或地区内的全体人群，但其提供的无条件转移支付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基
本生活需求；对于此类“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必须要与其他“兜底”政
策配合使用（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第二类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则放弃覆盖全体人群，转而
面向数量有限的目标人群，并发放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转移收入。考虑到近期学术和政策最受
关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大多采取第二类“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方案（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
并且这一方案被证明与中国当前低保政策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故下文将更多关注局部全民基本收入
方案。

（二）全民基本收入的经济目标
由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倡者、研究者与实践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诉求也有很大不同，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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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出，预期到２０３６年，小时工资低于２０美金的工作岗位会有８３％被机器替代，而２０美金
至４０美金的岗位也会有３１％被替代（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ＢＩＥＮ的全称是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致力于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研究、教育和实践者的组织，在全民
基本收入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２０１６年更新的定义为“Ａ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ｌｌ　ｏｎ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ｅｓｔ　ｏｒ　ｗｏｒｋ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ｏｍｅ．ｏｒ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１０／ｂｉ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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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期待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实现的目标也必然有所差异（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全民基本收入的目标
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不过人们已经在其核心目标方面取得了普遍共识，即促进个人自由发展、

增进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经济目标方面，其核心作用在于要增进经
济公平，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降低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

２０１７）。这一核心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目标：

１．消除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通过向全民包括低收入人群稳定地提供足以
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全民基本收入将直接且持续地提升贫困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降低贫
困发生率，使之免于遭受贫困、失业、缺乏教育医疗服务所带来的痛苦（Ｂａｓｔａｇ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从长
期来看，全民基本收入还会提高贫困者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教育和健康状况），使其逐
步摆脱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收入”为特征的恶性循环。在信贷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的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全民基本收入还有助于贫困家庭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必要资金，有效规避市场经营风险，从
而跳出贫困陷阱（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与现有扶贫政策相比，由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全民性特
征，不必担心瞄准性扶贫政策难以避免的贫困人口漏出问题，能够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全覆盖。并且
与许多发达国家实施的“工作福利”（ｗｏｒｋｆａｒｅ）政策相比，经典全民基本收入不对受益人的劳动参与
做出限定，所以为贫困人群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持续性保障（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

２．缓解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一方面极大地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普遍忧虑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劳动替代性，尤其是使那些低
技能且主要从事重复性工作任务的工人丧失就业机会（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相应地，技
术变革也将越来越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者和所有者（曹静、周亚林，２０１８）。历史
证据表明，新技术革命会极大地改变既有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不同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份额，并对
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Ｇｏｌｄｉｎ　＆Ｋａｔｚ，１９９８）。在上述背景下，许多新技术革命的领军人物，如
马斯克（Ｍｕｓｋ）和扎克伯格（Ｚｕｃｋｅｒｂｅｒｇ）均成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有力支持者①。他们认为面对
就业市场可能面临的剧烈变革，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劳动者提供相对可靠的保障措施。但Ｆａｂ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美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宏观经济数据，比较分析全民基本收入与
失业保险政策的福利效应后发现，尽管失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并产生较高的监督成本，但相较
于全民基本收入，失业保险仍能够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障。

３．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由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具有全民性特点，使得它能节省可观
的瞄准成本，与此同时其普惠式转移支付还能够有效调节贫富差距（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特别是
在当前不少国家收入差距持续高位，各种再分配政策难以扭转差距扩大的形势下，全民基本收入几
乎能一劳永逸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尽管对于当前绝大多数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而言，其资金来
源通常为一笔独立用途的财政资金、公司个人捐赠或额外收入（石油收入、博彩税收等）。然而，随着
全民基本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过去资金来源与使用去向相对分离的情况将不复存在，此时全民基
本收入最可靠的资金来源将是税收收入（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如果仍需全部或者至少部分保留现有
的社会保障制度，则需要通过累进收入税（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倡导的比例收入税）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这
意味着将有大笔资金由中高收入者流向低收入者，由此更会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并深刻改变收入
分配格局（Ｋａｎｂｕ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

（三）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价值
“在乌托邦的世界里，人们无须为了生存而努力，无须依赖他人而过活，但仍然满足其基本生活

需求，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五百年前托马斯·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描绘的全民基本收
入的最早原型，当然也是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伦理目标。正因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背后所蕴藏的巨

—００１—

①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２０１６／１１／０４／ｅｌｏｎ－ｍｕｓｋ－ｒｏｂｏｔｓ－ｗｉｌｌ－ｔａｋｅ－ｙｏｕｒ－ｊｏｂ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ｔｏ－

ｐａｙ－ｙｏｕｒ－ｗａｇｅ．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ｃ．ｃｏｍ／ｓｏｎｙａ－ｍａｎｎ／ｚｕｃｋｅｒｂｅ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１）。



大伦理价值，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因此社会价值也是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

许多文献认为，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将会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赋予个人更多自主选择，加速技能升级并激发创造力。由于全民基本收入具有基本保障的
功能，人们不再需要迫于生计而工作，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选择最适合的发展道路（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具体而言，对于那些技能过低、与新兴工作岗位需求不匹配或现有
工作由于技术进步而逐渐落伍的工人，如果未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其实现技能升级、职业转换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然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引入将可能为上述转变提供可能。

尤其是对于那些具备创新潜力的人群，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保障其创新、创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降低其
试错成本，从而极大地鼓励创新并提升社会活力（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１７）。事实上，Ｈａｕｓｈｏｆｆｅｒ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１６）的研究就发现，全民基本收入提升了居民接受再培训的比例，研发能力与实际创新比例也有
显著提高。

２．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提高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是以个人为单位发
放，即个体不再需要依赖家庭其他群体而过活，这将显著改善女性的身心健康状况和主观获得感，并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她们的决策自主性（Ｂａｓｔａｇ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１７）。现有证据也表
明，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全民基本收入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儿童的福利水平，还能提高适龄就
学概率并显著降低童工比例（Ｂａｓｔａｇ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ＳＥＷＡ　＆ ＵＮＩＣＥＦ，２０１４）。而且，在成年之后，

它仍会继续对其寿命、教育、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尤其会提升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相对地
位，由此会为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Ａｉ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３．促进社会融合，保证阶层流动。随着近几年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增加，

不平等问题逐渐成为所有问题的核心。随着新一波全球范围的不平等扩大趋势，它已经成为各国政
府和公众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通过向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发放现金收入，全民基本收入能够让社会
各阶层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强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Ｇｈａｔａｋ　＆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２０１９）。发
放全民基本收入也能够为弱势群体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从而增加收入流动性，并
降低社会不平等水平和以身份群体为特征的社会阶层分割（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１７）。初步的经验证据还表
明，无条件转移支付的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显著地降低犯罪和其他暴力事件，减少国民对未来的焦虑
情绪，并提升主观幸福感（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１６；Ａｋ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４．回应居民诉求，促进社会稳定。近年来出现了全球性社会抗议浪潮，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社会稳定性问题（如暴力革命、政权动荡或社会大骚乱），抗议民众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诉
求，体现出居民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满（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２０）。再加上２００９年以来欧美主
流国家的资本要素在强势回归，资本回报率逐渐追赶经济增长率，收入最高１％群体攫取了大部分财
富，收入差距水平居高不下，财富代际传递明显上升，社会阶层固化程度在加深，由此民众的无力感
也逐渐增强（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９）。特别是在居民收入出现倒退、失业水平开始上升的关键时期，社会成
员不堪权利被剥夺或抑制的事实，从而就可能会选择上街游行或暴力抗争（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２０）。全民基
本收入政策不仅能够保证居民的最低收入水平，稳定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并防止由收入下滑所带
来的潜在社会问题；而且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能保证最起码的结果公平，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从而防范
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风险（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

二、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框架

（一）理解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视角
最优税收理论可以为理解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提供一般性框架。对于所有公共政策分析的文献，

公平效率取舍都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件。而在真实世界中，两者之间的取舍又必然受到政府财政能
力的制约，因此效率、公平与财政约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三个要素。而最优税收理论（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ａ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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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正是讨论在政府预算平衡和个人劳动激励的双重制约下税收和转移支付如何实现社会
福利最大化的问题。该理论包括公平、效率及可持续性等三个要素，因此可以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的分析提供方向性指引。为此，我们首先借助近年来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进展，说明全民基本收入
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可能满足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要求，然后我们将具体评述文献中不同类型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所面临的公平效率取舍以及财税约束。

当劳动调整集中在集约边际，负收入税是最优社会福利政策。最优税收文献本质上属于规范性
分析，可以用来论证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合意性。事实上，早期文献中线性最优税收理论所探讨的
问题是，在预算平衡和个人激励约束下，如何设计线性比例税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以最大化社会福
利①。Ｓａｅｚ（２００２）则进一步研究了更为一般的非线性条件下的最优税收问题，发现最优社会福利政
策选择取决于劳动供给响应的类型。当劳动调整集中在集约边际时（劳动时间调整），最优社会福利
政策就是经典的负收入所得税，该政策具有可观的收入保障和较高的隐含边际税率；但是当劳动调
整集中在广延边际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最优社会福利政策则类似于收入所得税抵免政策，其
在低收入水平下具有负的边际税率。相关经验研究文献表明，欧美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的劳动调整
主要发生在广延边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２），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问题仍较为普遍，生计
压力迫使低收入人群留在劳动力市场（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Ｄｕｆｌｏ，２０１１），故劳动调整主要发生在集约边际
（Ｇｈａｔａｋ　＆ Ｍａｉｑｕｅｔ，２０１９）。结合Ｓａｅｚ的理论研究和相关经验证据不难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负收入所得税更有可能是最优的社会福利制度。

以累进税筹资的全民基本收入与负所得税具有等价性，因此可能是合意的政策。考虑到以累进
税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的方案在其效果上与负所得税等价，线性负收入所得税相当于是全民基本收
入和比例税的组合（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因此Ｓａｅｚ（２００２）的发现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处于收入分布的大部分区域（含顶端人群），Ｓａｅｚ（２００１）认为最优税收应具有明
显的累进性，而以累进收入税（而不再是比例税）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则有可能满足上述要求，因此
更加接近经典的负收入所得税政策②。Ｇｈａｔａｋ　＆ Ｍａｉｑｕｅｔ（２０１９）通过拓展既有最优税收模型，将劳
动偏好和非劳动收入的异质性引入社会福利函数，并考察不同市场环境下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合意
性发现，相对于提升社会公平，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合意性更主要体现在消除贫困或为低收入群体
提供基本保障方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政府管理能力欠缺等会进一步增强全民
基本收入的合意性。

下面在最优税收理论的框架下，借鉴负收入所得税和收入所得税抵免等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思
路（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１６），综述适合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由于全民基本收入不仅影响全体
居民收入，全民基本收入及其筹资需求还将导致各收入阶层的税率发生变动，这种变化将导致个体
行为甚至是经济效率的整体性改变，此外，政府收支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财政的预算平衡问题（Ａｔ－
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所以要全面总结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问题需要突出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即回顾公
平、效率特征并做出适当权衡，而且必须考虑财政预算平衡对全民基本收入所构成的重要制约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

（二）无财政约束的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及其效果
尽管研究者对于全民基本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已经取得充分共识，但文献中对于全民基

本收入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目标时的经济效率却存在较多争论。质疑全民基本收入效率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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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考Ｐｉｋｅｔｔｙ　＆Ｓａｅｚ（２０１３），它将转移支付视为负税收，由此能统一处理最优税收和转移支付等问题。

多数文献认为，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较为相似的负所得税政策会对受益者的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不过不同
研究者对该效应的估计相差较大。例如，Ｒｏｂｉｎｓ（１９８５）发现，负所得税会显著降低受益者的工作时间，使得全职工作
的男性、女性的年工作周数分别下降两周和三周。Ｈｕｍ　＆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９３）则表明，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
在数量上较为有限。应当看到，以上证据大多距今较久，劳动力市场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动，因此迫切需要更新的
经验证据（Ｋｅａｒｎｅｙ　＆ Ｍｏｇｓｔａｄ，２０１９）。



逻辑在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提高了受益者的收入水平，导致受益者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从而减
少劳动供给，包括就业者减少工作时间、部分就业者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失业者更消极地搜寻
工作等（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换言之，全民基本收入将可能对劳动产生明显的负向激励。
尽管缺少直接证据，但类似情境下对劳动供给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可以佐证上述观点，例如，Ｃｅｓａ－
ｒ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研究表明，赢得彩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奖人的劳动供给，对应的劳动供给收
入弹性约为－０．１１，即收入每上升１％，劳动供给下降０．１１％。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低收入者的劳
动负向激励问题受到更大关注①。与现有许多主要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相似，全民基
本收入可能会提高该人群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降低其劳动供给，从而增加社会负担（Ｍｏｆｆｉｔｔ，

２０１６）。从理论机制上看，发放全民基本收入会使得居民预算线上移，在相同无差异曲线下，结果
就会导致均衡劳动供给下降。尽管如此，至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通过对各类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劳动供给效应的实证综述，并未发现现金转移支付降低了受益者劳动市场参与
或减少劳动时间的明确证据。Ｓａｌｅｈｉ－Ｉｓｆａｈａｎｉ　＆ Ｍｏｓｔａｆａｖｉ－Ｄｅｈｚｏｏｅｉ（２０１８）对伊朗的经验研究也
未发现现金转移支付对于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献所提及的全民基本收入
项目规模普遍较小，且仅覆盖少数低收入群体，持续时间也较短，因而能够保持资金来源相对独
立，不依赖于税收资金，所以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外推到规模较大乃至全国性的全民基本收
入政策仍值得商榷。

（三）有财政约束的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及其效果
在有财政约束背景下，对世界各地全民基本收入项目的梳理表明，全民基本收入似乎并未对其

受益者产生明显的劳动负向激励，在特定情形下全民基本收入甚至还可能通过某些渠道对受益者的
劳动供给行为产生一定的正向作用（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即便如此，部分研究者仍然认为全民基
本收入的负激励问题不能被忽视，以税收特别是累进税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仍可能会导致中高收入
群体的劳动负激励问题。考虑到这些群体通常是经济体中较为活跃的部分，也是创新和创业的主
体，因此实际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过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下降所带来的后果（Ｈａｎｎａ　＆ Ｏｌｋｅｎ，

２０１８）。
对于真正实现全民覆盖的经典全民基本收入而言，实际上筹资问题相当关键。为了筹集全民基

本收入所需的大量资金，很可能需要扩大税基或者提高税率，而这无疑会加重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即
中高收入群体的负担（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１６）。如果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超过其收入效应，则中高收入群体
的劳动供给就会下降，因而造成经济效率损失。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把比例收入税（ｆｌａｔ　ｔａｘ）作为全民基
本收入筹资方案，并展示了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逆向激励问题（这里采取比例税是由于其分析便
利性，若将比例税改为起征点为正的累进税，并不会改变定性结论）。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全民
基本收入的收入效应会带来劳动供给下降，而且全民基本收入相伴随的比例税又进一步会通过替代
效应来降低中高收入者的劳动供给，因此会对中高收入群体产生明显的负向激励（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其他文献中提供的劳动供给弹性估计可以用来概算为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筹资所带来的负

向劳动激励效果。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 ＭａＣｕｒｄｙ（１９９９）研究发现，假定以比例收入税为类似的经典全民基本
收入筹资，且金额恰好等于低保标准，则美国平衡预算所要求的比例收入税税率为３０．３％。考虑到
全民基本收入发放金额占中高收入者收入的比例较小，为全民基本收入筹资引发的收入效应应当有
限，但替代效应明显，由此在筹资约束下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显著降低中高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无财政预算平衡下的全民基本收入模式与世界各地开展的小规模全民基本
收入试点有较多相似之处；而考虑财政约束后的全民基本收入模式则与大规模甚至全国范围内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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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制度通常较为慷慨，提高了低收入群体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依赖性。在发展中国家，大部
分的低收入群体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且自雇者在非正式部门也较为普遍。相对在正规部门就业的雇员而言，

自雇者劳动供给的灵活性更高，福利陷阱的问题可能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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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民基本收入有较多共同之处（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如前所述，财政平衡约束的加入，使得两者在劳
动供给、经济效率以及社会公平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经济分
析应充分意识到上述差异，尤其应尽量避免将小规模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结果不加甄别地直接推广
至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实践（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

（四）局部全民基本收入的经济效果
上面关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结论将有助于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设计方

案和实施效果。以此为参照，这里进一步综述局部全民基本收入的相关特征，并说明它与经典全民
基本收入的异同。由于局部全民基本收入只为一部分个体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现金转
移支付，其覆盖的群体通常是被瞄准的低收入者（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１６）。考虑到局部全民基本收入覆盖人
群较少，带来的财政负担应当比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更轻，为简化分析这里忽略其筹资问题。上述差
异使得局部全民基本收入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预算约束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可能会产生相当不同
的经济效果。

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显著差异在于，局部全民基本收入面对的预算线存在明显跳跃，一旦受
益个体的初始收入超过预先设定的标准（比如贫困线），则该个体原则上必须退出局部全民基本收入
计划，不再享受任何转移支付（Ｇｈａｔａｋ　＆ Ｍａｉｑｕｅｔ，２０１９）。换言之，该点对应的边际税率（ＭＴＲ）为
正无穷。因此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对于初始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个体将产生明显的劳动负向激
励，这部分个体将有较强动机减少其工作时间，从而获得补贴后的较高收入以及更多的闲暇（Ｍｏｆ－
ｆｉｔｔ，２００２），由此会产生“福利陷阱”的极端情形。而且局部全民基本收入预算线存在跳跃的特征，也
可能改变初始收入位于贫困线附近家庭的排序，从而违背横向公平原则（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此外，由
于需要预先识别贫困个体，现实中难以避免“漏评”和“错评”的问题，而且还将显著增加瞄准成本
（Ｈａｎｎａ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８）。不过由于放弃了全民性目标而聚焦少数低收入群体，即使考虑识别和其
他行政成本，局部全民基本收入带来的财政负担仍可能小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而且在局部全民基
本收入中，通过增税方式为其筹资所引发的劳动激励下降较小，对中高收入群体劳动供给决策造成
的负向扭曲也应当相对较小（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５）。

（五）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局部全民基本收入
虽然中国没有以全民基本收入名义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但近年来以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

为代表的文献发现，实践中的低保制度由于分权化的政策执行和瞄准困难等多种原因，导致实际与
局部全民基本收入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如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异质
性和相关测量误差，估计了中国城镇低保的边际税率（ＭＴＲ）①，发现实践中的边际税率仅为１２％～
１４％之间②，远低于政策文本为１００％的相关规定③。韩华为和高琴（２０１７）使用倾向得分值匹配法研
究发现，农村低保的边际税率更是仅为１％～２％左右。上述证据均表明，现实中的低保政策确实接
近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由于边际税率仍显著区别于０，中国实践中的全民基本收入应视作局部
负收入所得税。不过由于税率极低，两者差异并不明显。当然也应该看到两者仍存在一定差异，例
如低保政策下的对象识别和支付通常以户为单位，而全民基本收入所强调的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且
考虑到中国实际，低保政策通常为不同城乡地区提供差异化的保障水平，并不是全民基本收入所给
出的每人相同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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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也称为Ｂｅｎｅｆｉ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Ｒａｔｅ（ＢＷＲ），其含义是初始收入每增加１元，获得低保金额下降的数额。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认为这一边际税率远低于公共经济学中最优税制文献的估计值。在给定预算约束
下，较低的税率会导致低保的保障力度受限。该估计与 Ｍｏｆｆｉｔｔ（２０１６）给出的美国在贫困线一半以下家庭面对的边
际税率（１３％）基本吻合。

根据政策文本，低保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所有贫困群众兜底，为其提供与“低保线”差额的转移收入，从而保证其
基本生活需求（韩华为、高琴，２０１７；Ｇｏ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考虑到低保政策是中国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十分庞大①，低保制度事实上可以
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并能够为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提供宝贵
的经验（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反之，此前对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析也能适用于对低
保制度的分析。综合来看，当实际边际税率较低时（如１０％及以下），现实中的低保政策和局部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预算约束非常接近，若假定个体偏好稳定，则其在公平、效率和财政上的影
响也较为相似。

这里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低保政策是否会如局部全民基本收入那样，对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人
群的劳动激励造成显著负向影响。韩华为、高琴（２０１７）比较了农村低保户扣除低保金后的人均净
收入和与之匹配的非低保户人均收入，并未发现低保会引起显著的劳动负向激励；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从低保边际税率的计量研究中也并未找到显著的负向激励结果。不过，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使用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获得低保降低了户主休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时
间。总体来看，上述经验证据大多较为间接，且均使用２０１２年之前的数据。考虑到２０１３年以来各
级政府明显加大了扶贫和社会保障力度，城乡低保标准占当期居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也大幅上升②，
因此更慷慨的低保转移支付是否会引发更明显的劳动负激励和“福利陷阱”问题，还需要更直接的最
新证据。

三、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国外进展

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新近才实质上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其设计和实施阶段都应充分
考虑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尤其应当关注其嵌入的既有社保和财税体制（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下面以美国、芬兰和印度为典型案例，回顾全民基本收入在市场导向的发达国家、北
欧高福利国家和贫困问题突出的发展中国家的试点进展情况③，综述各类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设计和
实施要点，比较其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异同，并重点评述对公平效率的影响及其面临的财政
挑战。

（一）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美国的进展
美国虽然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过全民基本收入，但有两个与全民基本收入设计理念类似的小

规模实验项目，即在阿拉斯加实施的永久基金项目（Ｔｈｅ　Ａｌａｓｋ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ｕｎｄ）和在东切诺基保
留地实施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ｅｒｏｋｅ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两个项目
的共同特征在于，均未对项目参与者或受益人做出资格限定，前者仅要求参与者是该州的永久居
民，而后者要求参与者是该保留地内居住的成年原住民，这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中关于全民性的
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上述两个项目发放的全民基本收入金额均不足以满足参与者的基本生
活需求，前者发放的金额约在年１０００～２０００美元之间，而后者则为年４０００美元，远低于同年美国
人均年收入的５００００美元左右。这主要是受到项目预算的限制，前者的资金来源为阿拉斯加州的
石油收入，后者则来自保留地经营赌场获得的收入。换言之，即便对于上述小规模的全民基本收
入实验，在全民性和提供基本收入之间仍存在较为紧张的取舍关系，现实中的选择更加偏向于全
民性特征，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放弃基本性的目标（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针对全民基本收入降低受益者劳动供给的质疑，相关研究实证检验了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产生
劳动负向激励，结果并未发现全民基本收入降低阿拉斯加当地居民劳动供给的明显证据（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Ｊｏｎｅｓ　＆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２０１８）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各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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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该制度共覆盖５３０６．２万城乡居民，年支出金额高达１６９２．３亿元（民政部，２０１７）。

城镇低保标准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之间上升了２．２６倍，同期农村低保标准上升了３．４５倍，见民政部２０１７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

关于全球主要国家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更多细节，可参见卢云鹤（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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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进而引致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劳动要素需求。研究者还考察了全民基本收入对于子女教
育、健康状况和犯罪率的影响，其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Ａｋ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发现全民基本
收入对子女教育、健康状况等有积极影响，并有效降低了犯罪率；但 Ｗａ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的研究却显
示，全民基本收入增加了受益者使用毒品的概率。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以全民基本收入来应对和化解
未来风险的一种可能措施被提上议事日程，其意义在美国这一新技术的策源地则更加凸显（Ａｃｅｍｏ－
ｇｌｕ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最近有几项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即将在美国西海岸实施，其中，Ｙ－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ｏｒ项目和将在加州Ｓｔｏｃｋｔｏｎ市实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受到极大关注（Ｍａｒｔｉｎ－Ｗ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与早期全民基本收入试点不同，上述实验在全民性和基本生活保障之间做出了不同的取舍。

这些项目普遍对受益人资格设置了更多限制，如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对参与者年龄做了规定，并将其收入
限制为当地收入中位数以下。由于上述限制，这些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能够支付给受益者数量更高且
持续时间更长的收入流，前者拟提供的周期为三年，每月１０００美元；而后者则预期提供１８个月，每
月５００美元。虽然上述实验尚未完全实施，但新的试点均采取了随机可控实验（ＲＣＴ）的研究设计，

同时还更广泛关注对劳动供给、主客观福利、家庭金融、风险偏好、政治态度、社会认知和犯罪率的影
响等（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另外，由２０２０年美国总统候选人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ｇ（杨安泽）提出的Ｆｒｅｅｄｏ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自由红利计
划）与前面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具有较多共同之处。一方面，该计划强调全民性，准备为全体１８
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逐月提供自由红利；另一方面，该计划的金额为１０００美元／月，能够满足基本生活
需求（Ｙａｎｇ，２０１９）。根据其计划，实施该方案所需的资金通过增值税（实质上是消费税）的方式筹
集，并通过对现有部分社会福利政策合并缩减、对金融交易和碳排放征税、取消社会保险缴费上限等
方式补充。反对者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不仅不能执行，而且也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其支持者认
为，实施自由红利这样的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有助于鼓励劳动参与和创业，减少社会福利制度中
的官僚主义，并总体提升居民身心健康（Ｙａｎｇ，２０１９）。Ｍａｎｋｉｗ（２０１９）提出，相比已有的政策体系，

全民基本收入倡议无疑是大胆的，因此存在不少的反对理由，但其中很多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制定
一项增值税（销售税）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在历史上也存在过，与用累进税融资的有条件转移
支付相比，全民基本福利和单一税在实践中更加易于管理。特别是在预算平衡的前提下，当同时考
虑税收和转移支付时，会发现上述两个方案的完全等同性，即两种方案中个体的福利都一致，每个人
都面对相同的激励，两种方案的唯一差异在于表达方式的不同。因此，不考虑税收融资后的转移支
付分配是不完整的，甚至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同时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就会发现，用增值税融资的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是真正没有储蓄与投资跨期激励扭曲的政策，因而也是更优的政策。

由于该方案涉及对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改革，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宏观视角
的研究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目前仅有两项研究事前评估了该计划的宏观影响。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ｇ曾多
次引用来自Ｎｉｋｉｆｏｒ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以支持其计划，该文表明全民基本收入的长期效应将
使得美国经济总量上升１２．５６～１３．１０个百分点，而劳动力人口则会上升４５０万至４７０万之间。然
而Ｌｕｄｕｖｉｃｅ（２０１９）的新近研究则显示，为该计划筹资需要将消费税提升至３０．９％，远高于Ｙａｎｇ仅
有１０％的估计，高额的消费税将导致劳动供给总量下降９％，劳动参与率下降超过２０％，并引发经济
下滑；而且该计划提供明显慷慨的福利且税率较高，因此低收入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引致劳动供
给减少，而中高收入群体则仍会选择留在劳动力市场，这种选择机制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贫富差距水
平。应该看到，此类宏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结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关于消费总需求和
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等还存在明显争议。这部分是由于研究者对个体面对全民基本收入和税收政策
所做出的反应假设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如Ｎｉｋｉｆｏｒｏｓ等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计量经济学研
究，预设个体不会调整其行为，而Ｌｕｄｕｖｉｃｅ的研究则不包含该假设，使用的方法也与主流宏观经济
学范式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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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实际开展的较小规模实验来看，实践中的全民基本收入与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存在一
定偏差，而且受资金来源影响，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强调的全民性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两个特征往
往不能同时满足，适当取舍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上述小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中，资金来源问题
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如果像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ｇ所提倡的那样，在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还实现
全民覆盖，则资金用途与筹资来源就不能分离。这势必会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和收入
分配格局造成全局性影响，因此该问题必须严肃对待（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Ｌｕｄｕｖｉｃｅ，２０１９；

Ｎｉｋｉｆｏｒ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此外，上述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与近几十年来美国强调的以促进劳动参与、增
加劳动供给、降低社会负担为主旨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趋势并不一致。因而，尽管全民基本收入理
念成为近期的重要议题，但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美国政策界仍然存在明显的争议。

（二）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芬兰的进展
相对而言，北欧社会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认可程度明显更高①，其中芬兰是目前唯一以政府力

量推动并真正整体实施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国家。芬兰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其社会福利政
策十分慷慨，但也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长期以来，芬兰的失业率居高不下，２０１７年的失业率为

８．６％，并且失业的持续时间也较长，２０１６年底获取失业救济金人群中，在下一年有高达５７％的比例
未获得任何收入（Ｋａｎｇ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究其原因，高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高福利政策导致
的，如２０１７年新就业者的平均年收入为９９２０欧元，而平均年失业救济金就达到７２６８欧元，再加上
其他社会救济收入等，甚至就有可能超过工作后的收入；除了提供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外，芬兰失业者
还被允许长期领取相对稳定的失业金，这也加剧了失业问题（Ｋａｎｇａｓ　＆Ｐｕｌｋｋａ，２０１６）。

在此背景下，芬兰政府开始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寻求
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方案。受预算约束和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芬兰政府只将全民基本收
入项目作为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充，且仅从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２０００名２５～５８岁的失业者作为
全民基本收入受益者，并以约１７万名失业者作为对照。在两年的时期中，实验组中每人每月收到

５６０欧元全民基本收入，大约相当于芬兰社保署发放的失业救济标准，且该转移支付不会因为重新
就业而丧失（Ｋａｎｇａｓ　＆Ｐｕｌｋｋａ，２０１６）。该实验最主要的目标在于，检验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作激励
的影响。根据最近公布的中期评估结果（Ｋａｎｇ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研究者们并未发现全民基本收入对于
受益者的就业状况有任何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接收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组年均工作天数为４９．６４
天，而未接收的对照组年均就业天数为４９．２５天，两者在工作天数上并无显著差异。另外，两个群体
在自雇比例和自雇收入上的差距也十分有限，很难认为存在实质性统计差异，而且获得全民基本收
入仅降低２０％的失业救济金，远低于研究者的预期。不过，电话访问结果表明，全民基本收入提高了
受益人的社会信任水平，提振了其对未来和自身的信心，提升了自评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等（Ｋａｎ－
ｇ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芬兰实验是全球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对于全民基
本收入由理念走向现实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芬兰高税收、高福利且财税制度高度复杂的特
征，其经验可能难以推广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从芬兰实验中得到如下启示：第
一，在全民基本收入设计和实施阶段，应充分注意全民基本收入与其所嵌入社会福利体系的相互作
用。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引入全民基本收入通常会导致其他社会福利制度做出调整、削弱直至取
消。而且，如果像芬兰那样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个增量改革措施，那么应该考虑到现有政策可能
已经足够慷慨，这种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将很难对潜在就业者的工作和其他动机产生重大影响
（Ｋａｎｇ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第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始终面临财政约束的问题，尤其要将其扩展为真正
全民性的制度时更是如此，必须对现有财税体制做重大调整以适应全民基本收入的需要。因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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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２０１８），约有７０％的芬兰民众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理念，不过一旦向他们说明可能需要通过增税
为该项目筹资时，支持率就下降为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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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税收或难以避免，如芬兰在后期就遭遇了明显的财税和政治困境①。第三，诸多文献表明，全民基
本收入能够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主观福利、缩小社会不平等和促进社会公平，但是考虑到其巨
大投入以及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下一步应认真考虑是否有经济上更为有效的优化方案。

（三）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印度的进展
美国和芬兰同为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在印度、纳米比亚、伊朗、肯尼亚等开展的小规模全民基

本收入实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许更具有参考价值。与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全民基本收入改革现
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市场挑战不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全民基本
收入成为替代性扶贫政策。原有政策通常需要事先识别或瞄准贫困人口，而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
治理能力和信息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要求。在现实情况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识别效率
低下且成本高昂，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则根本不存在这一问题，无需对漏出问题加以控制，也不需要
努力改善瞄准效率，因此原本用于瞄准的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将被节省下来（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尽管
如此，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现行瞄准性扶贫政策或工
作福利政策往往不能有效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因此存在贫困遗漏的问题，然而并不能够据此就认为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行扶贫政策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优劣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这与政策实施国家的宏观制度、经济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
此不可轻率或盲目地将他国经验加以推广。

印度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是由印度自雇妇女协会（ＳＥＷＡ）与联合国儿基会（ＵＮＩＣＥＦ）合作完
成的，资金由后者提供。该实验选取印度中央邦Ｉｎｄｏｒｅ市附近９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含儿童）发放全
民基本收入，持续发放１年半左右，并选取各项特征类似的１１个村庄作为对照组。发放金额以“足
够改善生活但不足以有尊严的生活”为原则，以当地低收入家庭收入的３０％为发放标准，实验后期考
虑到通胀等因素而翻倍（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１７）。根据ＳＥＷＡ　＆ ＵＮＣＥＦ（２０１４）的后期评估，约２１％接受
全民基本收入的家庭增加了生产经营活动，而对于未接受全民基本收入家庭该比例则仅为９％。证
据还表明，接受全民基本收入的家庭显著地增加了劳动供给，即该实验未发现全民基本收入对就业
产生负向激励。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保险信贷市场缺失或者不完善的角度
出发，对于上述结果给出了解释，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贫困人口摆脱市场缺失造成的困境，从而
抵消了由全民基本收入效应所带来的负向劳动激励。此外，研究还表明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提升子女
就学比例，降低童工数量，提升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相对地位，提升贫困人口对政府项目的参与
程度等（Ｈａｕｓｈｏｆｆｅｒ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１６；ＳＥＷＡ　＆ ＵＮＣＥＦ，２０１４）。

总的来看，印度的文献提供了若干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正向效应的证据，特别是该实验依然未发
现全民基本收入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向激励，这一结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探索提供了信心。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例如数量不可忽视的童工、农业在就业中的
比例很大、兼业情况突出等，因此在分析就业情况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当地所特有的制度背景。此外，
印度与芬兰案例的共同特点在于，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是否存在经济上更有效率的方式来降低贫困
发生率，并减少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手机的普及），以低成本的方法来提
升瞄准效率变得可行（Ａｋｅｒ　＆ Ｍｂｉｔｉ，２０１０）。所以，今后究竟是选择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优化
现有扶贫政策，还是转向识别成本较低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文献应做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四）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全球经验
目前全民基本收入已被初步证明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工具。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有效提

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降低贫困发生率，缩小社会收入差距（ＳＥＷＡ　＆ ＵＮＣＥＦ，２０１４）；全
民基本收入还能够显著提高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儿童的人力资本，提升其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当

—８０１—

①在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过程中，芬兰政府也面临财政约束问题。由于各方面原因，芬兰税收当局并未参与到
实验中来，这意味着该实验无法以税收方式筹资，财政问题最终导致实验项目未能延期。实验结束后芬兰实施了新
一轮改革，提高了领取失业救济的门槛，并以最低就业或参与就业培训作为领取失业救济的条件（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２０１８）。



然，除了社会公平因素外，仍然需要考虑全民基本收入的经济效率问题，因为经济效率决定了它能够
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限度（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

全民基本收入在实践中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劳动负向激励。根据上述几个国家的局部或不充分
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结果，文献并没有发现其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的证据；但对于真正全民性的经典
全民基本收入项目，劳动激励问题可能会显现出来（Ｈｏｙｎｅｓ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９）。除非大幅缩减现
有社会福利项目，否则以增加税收的方式来为全民基本收入融资就不可避免（Ｋｅａｒｎｅｙ　＆ Ｍｏｇｓｔａｄ，

２０１９）。无论采取累进税或比例税，中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都将加重，因此不排除经典全民基本收入
会因为增加税收而带来中高收入者的劳动负向激励。

财税约束是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核心要素。文献已经证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当前所
有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政策设计者需要在全民性和提供基本保障这两项
特征中做出取舍。由于财政约束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目前试点项目中资金收支分离的情形就
不复存在，所以要全面推行经典全民基本收入，不仅需要对现有财税体制做重大调整，还需要充分考
虑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及政治动员问题（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

要综合各国经济社会背景来设计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各国都有其特殊的
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全民基本收入作为新近引入的“增量”社会福利制度，被叠加在既有财税
制度之上，因此在综合评估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效果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制度背景。对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来说，由于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尚处于起步阶段，若超越自身发展阶段而给予国民不切实际
的高福利期待，不仅容易侵蚀国家发展基础，而且还可能会造成新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还存在很多先天条件的不足，如信息不透明、政策不完善及隐形制度更强大等（Ｇｈａｔａｋ　＆ Ｍａｎｉｑｕｅｔ，

２０１９），因此在借鉴他国全民基本收入经验时，也应足够谨慎，切忌不顾背景的生搬硬套。

四、在中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借鉴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给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将于

２０２０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如何防止脆弱群体返贫仍是巨大挑战。因此，近年来社会上关
于在中国也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呼声不断。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以全民基本收入名义推行的
社会福利政策，唯一例外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２００８年起推行的现金分享计划（Ｗｅａｌｔｈ　Ｐａｒｔａｋ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该计划被认为属于全民基本收入范畴，它在２０１７年为每位澳门永久居民发放９０００元澳
门币，而为持合法身份的非永久居民发放５４００元澳门币（澳门特别行政区，２０１７）。尽管其发放的全
民基本收入金额已超过不少同类项目，但仍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基本需求。此外，与美国东切诺基全
民基本收入项目类似，澳门项目的资金来自赌场税收，由于该项目规模仍然较小且资金来源特殊，这
大大限制了其对我国整体福利制度改革的参考价值。下面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在中国实施全民基
本收入的可行性问题。

（一）局部全民基本收入的重复建设问题
前文综述已经说明，当前我国的低保制度事实上可以近似地被看作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两

者在公平、效率和财政方面均无明显差异（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韩华为、高琴，２０１７）。因此为避
免重复建设，我国短时期内没有必要继续引入瞄准低收入群体的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由此也不
用挤占用于其他公共政策的财政资源。事实上，芬兰实验的一个教训就在于，在基本保留原有瞄准
低收入失业群体且已经足够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又进一步叠加对相似群体的局部全民基本收入
政策，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无效率和财政资源浪费（Ｋａｎｇ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一些研究者认为，芬兰实
验逐渐失去动力的重要原因在于，芬兰原有社保政策已经接近于全民基本收入，新近引入的全民基
本收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多余的”，因此难以达到预期效果（Ｈｉｉｌａｍｏ，２０１９）。而且近年来在美国
的探索证明，伦理上的区域分割性和居民的自由流动性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因此长期来看还是
要走向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当然，正如前面美国和芬兰的经验所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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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区域试点和比对，因此短期内在某些地区试
行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有一定必要，故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二）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压力问题
既然初步排除了我国长期实施局部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可行性，那么引入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

案可行吗？前文已经讨论了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公平、效率和财政特征，这里使用文献相关结论对
其可能造成的财政负担做进一步讨论，并将其与现行低保制度比较。根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
计公报》，２０１７年我国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共１６９２．３亿元，而除该直接成本外，还有大量资源用于对
低保对象的识别管理，当年社会服务机构职工总数为１３５５．８万人，假定全部都从事低保管理且其工
资等于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则当年低保管理成本的上限为１００７６．０亿元，总成本上限为１１７６８．３
亿元。相比较而言，假设２０１７年以低保标准发放全面基本收入，则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直接成本将
达到７７５６９．７亿元，在零管理成本的假设下也为现有低保方案的６．６倍，因此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
成本是高昂的。然而从动态视角看，引入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后势必会带来现有社会福利体制的
全面变革（美国全民基本收入财政负担的详细估算见Ｋｅａｒｎｅｙ　＆ Ｍｏｇｓｔａｄ，２０１９）。大量既有福利政
策将会被整合缩减或取消，由此所节省的管理成本总和也确实有可能接近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直接
成本，故一些人担心的高福利陷阱或不切实际的福利承诺问题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明显。

综合来看，尽管采取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但其巨大的直接成本将
降低管理成本的优势。一方面，经典全民基本收入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且缺乏可持续性，如果再
以累进税的方式为该方案筹资，由此可能会带来劳动供给的负向激励，故该方案的可行性将进一步
减弱。但另一方面，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同时带来整个社会福利政策的缩减，由此带来总体成
本的节省也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不可忽略，由此也不应简单否定经典全民基本收
入方案在长期的可能性。

（三）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能力匮乏问题
前面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都存在不同问题，那么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是否可行呢？在现有

条件下，强调全民覆盖将不可避免地牺牲其保障能力。假设将２０１７年低保直接成本（共１６９２．３亿
元）在１３．９亿人口中平摊，则每人得到的金额仅为１２２元（民政部，２０１７）。如此低的全民基本收入
并不足以明显改善绝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而更严重的是，此前被低保等瞄准政策所照顾的低收入
群体享有的福利水平将大幅度下降，因此其基本生活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换言之，相较于现有政策，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把资源从最迫切需要该资源的群体中抽
走，并分配给对此需求较弱的群体（参见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６；Ｋｅａｒｎｅｙ　＆ Ｍｏｇｓｔａｄ，２０１９），这不仅会显著
减少脆弱人群的福利水平，而且对高收入水平人群的福利提升也微乎其微。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少有
国家去试行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根本原因，除非仅仅把它当作现有福利政策的一个额外补
充，但这样做就完全丧失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设计初衷，也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无效率和财政资源
浪费。因此，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单纯的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至少要和
其他兜底政策配合使用，但这样的话则其低管理成本的优势就可能显著下降。

（四）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
综合前面文献来看，局部全民基本收入与我国现行低保政策相对重合，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缺

乏对低收入群体保障能力，而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又存在明显的财政压力，通过税收为其筹资则会进
一步造成激励扭曲和效率损失。考虑到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伦理上的重大意义
（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ｏｒｇｈｔ，２０１７），所以如何设计经济上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方案就尤为必要。

要实施经典全民基本收入，一方面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寻找充足可持续且不会造成明显扭曲的
筹资方式是亟须解决的重点；另一方面引入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势必会伴随社会福利体制的全面
变革，大量既有社会政策有可能会被系统性缩减整合。考虑到上述两个改革均具有较大难度，我们
认为短期内实施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可行性不大，但作为长期内具有较大潜力的改革方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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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值得社会各界的不断探索。
总的来看，虽然目前很多实验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而且在少数国家实践的全民

基本收入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芬兰等地的全民基本收入探索至少给实现人类历史上的美好愿
景带来曙光。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从纯粹空想到逐渐走向现实，证明了它并不是重建乌托邦的幻
想，而是现实政策的再次探索。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生计收入，中国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梦，在很大程度
上就接近于经典的全民基本收入，而要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中国梦，全民基本收入则提供了一条
可能的实现路径。尤其是，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资本强势周期，社会不平等加剧并带来
阶层流动性下降，由此引发全球性社会不稳定风险（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２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动乱也向各
国提出警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就业、贫富差距、健康等社会问题则
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就迫使我们需要重构新的政策框架。不管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在最终是否合适，
但目前仍然要允许各种形式的小范围全民基本收入探索，尤其是在人口规模不大、群体异质性较小
且资源丰富的发达地区试点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具有较大的政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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